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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南通足球运动
□羌松延

高明庄战斗
□彭潍

近百年前如皋
引进粮棉猪洋品种

□嘉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成为
西方文化输入的前沿，现代足球随侨民
与教会学校逐渐传入中国东南沿海。一
江之隔的南通虽非通商口岸，却因张謇
等先贤推行“实业救国”“教育兴邦”
战略，较早构建起接纳西方文明的
通道。

查阅现有志书，不见足球传入南通
的路径或时间记载，但清末南通已有外
籍教师驻留，同时不乏留洋者学成返乡，

这些人便成了足球运动的早期传播载
体。1914年，南通师范学校运动会中，
一场令“观者颇为称许”的“门球对垒”表
演，以鲜活的历史切片印证了足球运动
此前就已在南通具备了传播基础。

通师（时为代师）与通中（时为七中）
堪称南通足球运动的摇篮。

据旧报载，通中自1913年被改为省
立第七中学后，该校对于“足球尤为注
重，每课体操必竞踢数刻”，将足球纳入

体育教学体系。这种将现代体育与日常
教学深度融合的模式，体现了南通教育
界对体育育人功能的前瞻性认知。彼时
足球虽属新鲜事物，却在青年学子中激
发热情——放学后的操场上常聚集着追
逐皮球的身影，自制的木质球门见证着
少年们的汗水，当“积健为雄”“大勇若
怯”之匾高悬球架之时，南通足球的竞技
精神与文化内涵可能已悄然成型。

值得注意的是，南通足球从萌芽阶

段就呈现出“教育驱动”特征，与上海等通
商口岸由租界侨民主导的传播路径形成
鲜明对比。

此外，早在1917年5月之前，至少已
有师范与纺校设立了足球会，足球比赛也
多由该会发起组织。1920年4月，南通中
等以上学校组织足球队比赛，每星期举行
一次，再精选优胜者组成两个分队，“称为
南通第一足球队、第二足球队，以便与邻
县足球队比赛”。

盛夏未至，被称作“苏
超”的江苏省首届城市足
球联赛已提前点燃夏日激
情。当前以三战全胜佳绩
居于积分榜前列的南通
队，不仅成为舆论焦点，
更牵出一段尘封在民国时
光里的足球往事——百余
年前，南通的足球运动在
时代浪潮中悄然萌芽、蓬
勃生长，为今日“体育之
乡”的美誉埋下了注脚。

左图：民国时期《中央
日报》关于南通学院足球
队大胜立信会计的报道。
下图左起：百年前的纺校
足球队，崇敬中学足球队
凯旋纪念摄影（右为学校
创办人顾仲敬），南通中学
足球队旧影（1932 年），
通中球队之师范科学生合
影（1934年）。

民国时期南通足球的繁荣，绝非偶
然，而是先贤引领与群体支撑等多种历
史因素交织的结果。

张謇虽未留下有关足球言行的直接
记载，却通过三大举措奠定了南通足球
发展的根基：将足球纳入师范学校课程，
从教育源头培育体育人才；主持建造城
南、白塘庙两处公共体育场，配备足球等
器材，提供硬件保障；主导联合运动会，
亲自担任会长，并将足球列为正式项
目。其“教育与体育并重”的理念，如
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了南通足球的
土壤。

从士绅到民众的合力，也为南通足
球的发展提供了支撑。首先是体育界的
专业贡献。如师范学校王小商“篮足球

尤为所长”，农校裘子端、崇敬中学王赞
言等担任教练或裁判，构建了专业人才
梯队。崇敬中学足球队曾致函《体育研
究与通讯》杂志，与体育教育家吴邦伟

“讨论足球裁判问题”。他们不仅传授技
术，更引入甚至研究现代体育规则，推动
南通足球与国际接轨。还有政商名流的
助力。如通海镇守使、县长（知事）等官
员，常出席赛事并担任评判；李督军、齐
省长曾特派代表送来金杯等奖品，地方
人士也常有赞助比赛；张孝若不仅发起
成立南通足球队（1921年），制定球队会
章、服式，还到场为比赛开球。这种“官
绅联动”模式，为足球发展提供了政策与
资源支持。再就是民众基础的夯实。从

“观者如堵”的校园比赛，到“万人空巷”

的城市赛事，南通民众对足球的热情贯
穿始终。而地方报纸频繁报道赛事细
节，如球员技术分析、观众反应等，更使
足球成为全民关注的公共议题。

不过，足球运动在通传播与发展过
程中，也曾出现争议与冲突，有过现代体
育的本土化阵痛。如早期比赛常因规则
理解差异引发纠纷。1921年商校与英
化比赛时，因不服裁判判决引发两校学
生冲突，最终需校长、教授出面道歉才得
平息，反映了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
1922年，七中学生又因足球比赛不成竟
相率罢课，经校长等人竭力调解，才得以
复课；而同年七中“预备抬十一口棺材进
球场”的极端做法，折射出传统竞争观念
与现代体育精神的冲突。足球的对抗性

也导致意外频发：1921年纺校学生因该校
球赛致六人受伤而投书报社呼吁“废止足
球”；1924年西场高小某球员不慎踢伤同
伴而致其身亡；1946年南通学院学生观
赛，因教学楼栏杆倒塌而酿成命案。这些
悲剧的发生，既凸显了运动风险，但也推动
了防护措施与安全管理的进步。

从1914年师范学校的“门球对垒”，到
1947年南通学院的沪上参赛，民国南通足
球走过三十余载波澜历程。它是西风东渐
的文化结晶，也是本土教育革新的生动实
践；既见证了张謇培养“健全之国民”教育
理想的落地，亦记录着普通民众对现代生
活的向往。城墙下的观赛人群、操场上的
奔跑少年、报端间的激辩文字……这些历
史细节，共同织出南通早期足球运动图景。

动因：多元合力的久久为功

校园足球兴盛的同时，南通社会层
面涌现出一批业余足球队。仅上世纪
30年代有据可查的就有乐仁队、星星
队、健民队、农纺队、中华队、乐新队、新
光队、雷鸣队、强南队及金沙之新金队、
刘海沙之刘海沙队等球队，其中，“健民
队为业余球队之盟主”。一些校队与社
会球队同场竞技，推动了足球运动的社
会化普及。旅通四川足球队等同乡团体
加入，更凸显了足球作为社交媒介的功
能，也推动了南通足球文化的多元融合。

民众足球赛事也是精彩纷呈。自上

世纪20年代起，即定期举办全县民众业
余运动会。1929年民众体育协进会成
立后，与公共体育场联合举办年度全县
民众业余足球锦标比赛，形成校园与社
会双轨并行的竞赛体系。从旧报描述赛
场“一时观者如堵”“观者异常拥挤”“四
周围观者达千余人”的场景，便知足球已
由校园精英运动转变为大众体育活动。

南通足球还通过双向交流提升了区
域影响力，更塑造了城市形象。南通球
队的战绩，吸引了上海南洋中学（1918）、
吴淞中学（1922）、上海约翰中院童子军

（1923）等主动来通赛球，成为城市焦
点。最具轰动性的当属1921年 12月

“常胜将军”沪宁铁路职员队约赛来通，
25日首战时，12000名(一说约5000名）
观众挤满七中球场四周，城墙空地也“站
满了人”，《民国日报》称其为“空前之球
战”，《时事新报》则大赞“南通足球队组
织甫就，竟能旗鼓相当，不至败北，异日
成绩，必大有可观云”。足球成了展现南
通的文化符号。

南通球队亦积极远征周边城市。
1927年通中足球队赴沪，先后与悦群

队、上海中学交锋，赢得对手尊重；1929年
又与浙江省立一中对垒；1933年崇中足球
队远征江南比赛并凯旋，带回的不仅是胜
利，更是南通足球的自信；甚至在沦陷期
间，在沪办学的南通学院参与上海高校联
赛，展现了坚韧的体育精神。

此外，足球比赛也被列入地区运动
会。1933年8月，南通区足球锦标因通海
两队和局而保留。1935年8月，历时5天
的南通区运动会开幕，通如海启及靖江、东
台、泰兴共七县运动员参加，“球类比赛足、
篮、网、排各项锦标，均为南通所独得”。

拓展：社会足球的蓬勃发展

1919年是南通足球发展的重要节
点。这一年，张謇、张詧兄弟主导的南通
县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首次将足球
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明确要求“各校出一
队”参赛。赛事规格之高堪称区域典范：
不仅邀请通海镇守使张仁奎担任评判
长，还从南京聘请专业裁判，足见对竞赛
的重视。11月1日开幕式当天，六校球
队齐聚城南公共体育场，南通足球首次
在大型综合赛事中亮相，标志着区域化
竞赛体系的初步形成。

“代用师范足球之艺，素执南通之牛
耳。”代师足球队堪称早期南通足球的标
杆。声誉日隆的代师队更是早就敢于迎
战外地劲旅。1918年12月，“上海南洋
中学因慕该校足球之盛……来通比赛”，
结果，代师以2∶1战胜“素为沪上各中学
之冠，于足球尤负盛名”的该队。赛后评
论指“通师以体力胜，南洋以方法胜”，揭
示了南通球队注重体质训练的风格特

点。与此同时，七中足球队异军突起，
1922年《通海新报》以“足球成就异常卓
跞”“可王江北”形容其战绩，因为该校在
一年内不仅横扫江北各校（如师、代师、
英化），与江南强队（浦东中学、中国化
学）交锋也不落下风，形成“代师与七中
双雄并立”的格局。

百年前的南通足球已构建起较为成
熟的立体化发展体系。

一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通师将足
球列为六大课外运动项目之一，要求学
生“下午课毕行之”，形成固定的训练时
段。这种“选修课”模式，使足球从兴趣
活动升华为系统化的体育教育。通中更
将足球纳入体操课核心内容，通过每日
练习强化技能，体现“以赛促训、以训强
体”的教育理念。

二是梯队建设的前瞻性。1920年，
已有师范附小与城北小学的校际比赛见
诸报端；1922年，位于金沙的县立第二

高小与孙氏小学“连日比赛足球”，打破
足球运动仅存于城区的局限；类似1923
年第一高小与敬孺校约期赛球的记述则
更为常见。1927 年，南通补习学校
（崇敬中学前身）小学部竟向中学部发
起挑战，上演“以小对大”的精彩对决，虽
以0∶3败北，却折射出南通足球的蓬勃
活力。这种从小学到大学的梯队培养体
系，构建了南通足球的人才金字塔。

三是师生互动的常态化。1925年，
海中教师与该校高中学生赛球，以1∶5
告负，却浓厚了“亦师亦友”的体育氛围；
通师常组织年级、学科内部比赛，如
1920年师范一年级甲乙组足球比赛、
1921年预科甲乙组对抗、1922年四年
级科际门球对垒等，通过高频次赛事营
造全员参与的氛围。

四是各类比赛此起彼伏。校际比赛
自1920年起成为常态。仅由旧报所载

“崇中（足球队）球员连日与本县各校比

赛”句便知崇敬中学足球队赛事之多。而
当年有关七中、代师、敬孺、县中、商校等校
际足球比赛的新闻，更是屡现报端。校园
足球赛还从校际扩展至年级甚至班级。如
1920年七中二年级足球队约赛代师二年
级足球队，1935年崇敬中学高二年级与南
通学院农科植棉班比赛足球。

官方亦常举办专门的球类（含足球）竞
赛，如全县初中球类锦标竞赛会，南通公共
体育场则经常组织足球友谊赛，由此形成
了多元赛事体系。

到20世纪30年代，中学组足球格局
发生新变化：1933年春，崇敬中学夺得全
县初中球类竞赛足球锦标；同年11月，南
通举办各级学校球类锦标赛，纺校获大学
足球锦标，崇敬中学包揽初、高中足球锦
标；1934年南通各级学校球类竞赛，商校
在高中组足球锦标赛中夺冠。结束代师与
七中的“二人转”，恰恰展现了足球在南通
校园的广泛普及与竞争活力。

兴盛：校园足球的黄金时代

溯源：现代足球的江海萌芽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
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wyhappy781@163.com

1941年夏季，日伪军在苏中“大扫荡”失败。待到11月上旬，日伪
军卷土重来，针对苏中三分区发动报复性“扫荡”。此时，新四军一旅二
三团前往江都、高邮执行任务。三分区相对空虚，只有一团和部分地方
部队。日伪军趁虚而入，兵分三路，大军压境，直奔如西县（即今如皋西
乡地区），妄图包围和消灭卢港、高明地区的革命力量，甚至还想一举拿
下一旅旅部。新四军采取“敌进我退”的战略，暂避敌军锋芒。主力部
队急速行军，转移至如皋以南地区。地方部队坚持同日伪周旋，时常故
意暴露目标，诱敌深入。每每敌军到来，地方部队已经离开，如此数次，
忙得日伪军队屡扑屡空，越跑越疲，斗志全无。

新四军旅部伺机而动，准备消灭运动中的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日
伪军队准备放弃“扫荡”打道回府之际，新四军一旅一团，接到命令悄然
行军至高明庄东北的薄家湾附近区域隐蔽起来。平日急性子的叶飞旅
长，关键时刻倒是异常耐得住性子。叶飞暂住一团的观察所里，便于随
时观察敌况、捕捉战机。他果断地料定一路日伪军队将撤向黄桥。这
路敌军约700人，其中日军160余人、伪军500余人，头目是日本人加
藤大队长。叶飞下定决心，准备一口气消灭这股敌军。机智的他，战
前布好“品”字阵形，诱敌深入，左右夹击——一团三营负责正面诱
敌，将日伪军带至开阔的野外田间，一二两营见机行事，再从两翼迂
回包抄敌军。战术得当之外，又有叶飞亲临前线指挥，新四军战士们
信心倍增。

11月14日中午过后，侦察员来报，其余几路伪军已经撤离高明
庄。叶飞下令三营火速出击。刘亨云参谋长率领三营，越过小朱庄，到
达高明庄东，派出先锋部队猛攻日伪军。伪军不堪一击，阵脚大乱。日
军知道情况不妙，边守边退边稳住伪军。他们龟缩在庄中，凭借房屋掩
护。诱敌出庄的计划，暂告失败。但是新四军紧紧咬住日伪军。一团
团长王萱春与曾如清等人商量，敌人既不出庄东来，村舍攻坚战又容易
伤害村民的生命和财产，便可将敌人驱赶至高明庄西北的野外，再一举
歼灭。征得叶飞同意后，一营一连、团部特务连前往高明庄西北的野
外，设下伏兵。一营其余人员及二营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上去，故意留
下西北口不包围。伪军面对包围，立即逃跑，300多人被歼灭。剩余伪
军及日军，只能逃至高明庄西北的野外，进入新四军布好的口袋阵。陷
入包围的日军，害怕伪军先跑，便与剩余200多个伪军进行混编，躲在
水沟里、土坟后，负隅顽抗。日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他们企图发动冲
击突破包围圈。新四军越战越勇，包围圈越来越小。

从白天打到黑夜，新四军的战士们都很辛苦。团部上报叶飞，决定
发动总攻，在拂晓前全歼日军。叶飞下达“庖丁解牛”的战术：步兵分为
多个小分队，穿插进入包围圈，像一把把尖刀插入纵深，将敌人像割肉
一样分开，并布置好与敌人拼刺刀的战术。正当新四军重新部署之际，
日伪军忙着掩埋尸体，唱着悲哀凄凉的日文歌，随后静如死人。大约在
凌晨三点，敌军阵中忽然“哇”声四起，原来是敌军冲锋前的哀号。他们
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全部扑向二三营阵地的交界处。由于疲劳过度，
三营部分指挥员、战士已经睡着。面对敌人的怪声、枪声，一些刚刚被
惊醒的士兵，不知所措，惊慌乱跑。敌军残部200多人（日军只有60余
人），冲开一个缺口，向黄桥逃去。战后不久，日军突袭高明庄，一是报
复，二是挖走日军尸体及尸体下面的武器。

尽管新四军打扫战场，一时疏忽，未能发现尸体下的武器，但这丝
毫不影响高明庄一战新四军取得完胜。日军被消灭近百人，加藤大队
长被击伤。战后，苏中军区发来贺电，以示表扬。关于这次战斗，《解放
日报》也有报道。只是报道与《回首青枝绿叶时》的记述略有出入，譬如
日军人数为50个，伪军人数达到1000个。报道还说此战缴获敌军步
枪200余支。当时在如西地区，还举办过一次战果展览会。徐观伯同
志曾谱短歌颂扬高明庄战斗：“不可一世鬼子兵，横冲直撞送上门，一举
成囚阶下站，问谁高明不高明。”

事过多年，如皋人民一直深记那幅催人奋进的革命画卷——高明
庄战斗，并修建了新四军高明庄战斗遗址，供后人瞻仰。

抗战时期，如皋人积极参与抗日。从高明庄战斗到如皋城
第一次解放，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如皋人民的支援下，有效打击了
日伪军队。高明庄战斗就像一幅催人奋进的革命画卷，值得回
顾，值得细思。现据《回首青枝绿叶时》等书文及如皋市新四军
研究会所提供资料的记载，将高明庄战斗的过程整理成本文。

1934年6月，苏州吴县人章骏任如皋县长。章骏是个文化人，又
很务实，他认为如皋是农业大县，应当以农为本，同时又要引进现代农
业科学技术，让农村种植、养殖两业跃上一个新的层次。故而他在如皋
设立了“一所一会”。一所，即农业技术改良所；一会，即农村养殖事业
促进委员会，遴选各地方热心人士充任“一所一会”委员。“一所一会”从
1934年下半年创建到1938年3月如皋沦陷，还是做了不少有利于如
皋农副业生产发展的事情的。

引进美国“洋小麦”。如皋农业技术改良所成立之初，即引进了美
国的小麦种子。美国小麦，每穗颗粒多，且颗粒又大，产量明显高于本
地小麦。改良所引进后，首先在东陈徐湾农民教育基地、双甸（今属如
东县）民众教育基地试种。农民亲眼看到了“洋小麦”产量高，但“洋小
麦”人工脱粒困难（当时没有机械脱粒），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洋
小麦”的麦秆粗、麦秆矮，不适宜农村草房盖屋。当时，农民既要解决

“吃”的问题，又要解决“住”的问题。百分之九十的农户都住的草房，房
屋几年就要大修一次，“洋小麦”麦秆不能盖房，盖房材料何在？因此，
农民对种植“洋小麦”不感兴趣。“洋小麦”很难在如皋推广。

引进美国“岱字棉”（初期译为“脱字棉”）种子。美国“岱字棉”产量
高于本地传统的“鸡脚棉”。但“岱字棉”植保要求高，防治害虫要求
高。受种植习俗影响未能得到发展。“岱字棉”的全面推广是解放之后
的事。

养殖事业促进委员会在促进如皋养殖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一
是选派畜牧指导员赴中央血清制造研究所学习制造防御猪瘟血清的方
法，为农民医治猪瘟。二是引进英国“约克夏”（初期译为“盘克夏”或

“盘克斜”）公猪与本地猪配种改良。约克夏公猪的引进在封建闭塞的
农村曾遭到抵制,有人冷嘲热讽，说：什么盘克夏、约克夏，竟然敢来“盘
剥”“约束”“克服”我们，把它扔到河里，让它淹死吧，免生后患。任凭工
作人员说得舌敝唇枯，良种猪的推广仍阻碍重重。三是养殖事业促进
委员会在生猪养殖集中的大区、大乡成立生猪运销合作社，避免牙行、
猪贩对农民的剥削和操纵，以增加农民的养殖收入。


